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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 ５９—７１頁，第 ３１３ 頁，第 ４６０—４７７ 頁；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








































































































下：曹植詩 １３０首、賦 ６１篇，曹丕詩 ５５首、賦 ３０ 篇，嵇康詩 ３２ 首、賦 ６ 篇，陸機詩 １１９ 首、賦 ３６
篇，陸雲詩 ３４首、賦 １１篇，潘岳詩 ２５首、賦 ２３ 篇，謝靈運詩 １０１ 首、賦 １５ 篇，沈約詩 １８５ 首、賦
１１ 篇，庾信詩 ２５９首、賦 １８篇，鮑照詩 ２０５首、賦 １０篇，謝朓詩 １４９首、賦 ９篇，何遜詩 １１６首、賦





















































































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６２—８２ 頁。陶淵明在上述三種正史
中入《隱逸傳》，一方面是因爲他被後人看作“隱士”；另一方面也是因爲《宋書》未專門設立“文
學傳”或“文苑傳”，而《晉書》、《南史》則“難免因循”。于溯在討論中古紀傳史中“結構的法則”
時已論及此點，參看于溯《歷史學家的四個技藝：中古紀傳史詹言》。（“澎湃新聞”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陶淵明年譜》，收入氏著《陶淵明》，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２９ 年版，第 ３１—６５ 頁；楊勇《陶淵明







版，第 １５—３９頁，尤其是第 １５頁的注 ２４，與上文所論多有相關處。宇文所安（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同
樣强調陶詩作爲“自傳”（ｐｏｅｔｒｙ ａｓ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的一面，只不過他更加警惕陶詩對陶淵明自我
形象建構的可疑之處。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Ｍｉｒｒｏｒ：Ｐｏｅｔｒｙ ａｓ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ａｔ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ｙｒｉｃ Ｖｏｉｃｅｓ牶 Ｓｈｉｈ Ｐｏｅ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Ｈ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ｎｇ，ｅｄ． Ｓｈｕｅｎｆｕ Ｌｉｎ ＆ Ｓｔｅｐｈｅｎ































































































































































文言》，收入《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１ 册，第 ２１—４１ 頁；朱自清






























































·０２１· 　 嶺南學報　 復刊第九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陳寅恪箋證《長恨歌》，有一文體上的大判斷：“陳氏之《長恨歌傳》與白氏之《長恨歌》非通常序
文與本詩之關係，而爲一不可分離之共同機構。”參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生活·讀
書·新知三聯書店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４、５頁。我甚至感覺，《桃花源記》與《桃花源詩》之組合，與佛
典中“長行”（修多羅）和“重頌”（祇夜）之關係高度類似。《桃花源詩》基本上是以韻語重述
《桃花源記》，此正“重頌”之法也。陶淵明是否在文體上還受到佛教影響？這尚待進一步考
索。關於漢譯佛典與中國文學之關係，尤其是“長行”、“重頌”之體制特徵，參看陳允吉《論佛
偈及其翻譯文體》，收入氏著《佛教與中國文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１７ 頁。
關於唐宋古文家文集中“傳”之一體的風格特徵，參見拙撰《從史傳到“集傳”》，載《中國文學學
報》第 ８輯，唐宋古文家文集之“傳”的風格特徵，多能在《五柳先生傳》中找到。
參見川合康三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第三章《希望那樣的“我”———〈五柳先生傳〉型自
傳》，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 ４８—１１６頁。
見前揭川合康三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第 １２０—１３１頁。
錢鍾書論《歸去來兮辭》時就强調宋人推尊此篇：“宋人以文學推陶潛，此辭猶所宗仰；歐陽修至
謂晉文章唯此一篇，蘇軾門下亦仿和賡續……”見錢鍾書《管錐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店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頁。
唐宋古文的發展並非一團體的主觀“運動”，但今日“唐宋古文運動”之名近乎約定俗成，故本文
仍用之。關於唐宋古文發展，參見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 ２０１３年版，我對唐宋古文的理解基本來自此書。
關於宋人（如東坡、朱子）推尊陶淵明背後的複雜詩學問題和思想背景，張健師論之甚精，參見
張健《知識與抒情———宋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
創作狀態選擇了一條“孤明先發”的文學道路。偉大也要有人懂，陶淵明
“迥異時流”的文體選擇鑄就了他的卓絶，也掩蓋了他的光彩。不妨認爲，
陶淵明在其後的命運和他的文學史位置，很大程度上就是被他的文體選擇
決定的。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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